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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期初期小说中的婚恋伦理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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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初期小说呈现出独特的婚恋伦理书写背景和话语风格。本文从社会伦理与个体经验交锋、婚恋伦理书写的

规训与释放等角度，探讨分析在国家政治话语大背景下的社会经济转型期，小说如何书写和反思婚恋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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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伦理与个体经验的交锋

新时期初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完整性和自足

性，一方面使得权力话语体系得以在中西方思潮涌动的背景

下，依然保持着相当的掌控力和优越性；另一方面，由于

“文革”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心理创伤没有消弭，《归宿》、

《高洁的青松》、《月食》、《天云山传奇》等小说关于婚

恋伦理的书写，与“十七年文学”乃至“文革”时代有着紧

密的联系。

（一）社会理性与历史情感

小说《归宿》中的陈慧芳等候了她的丈夫杨剑平二十二

年。在这沧桑而漫长的时间里，他们如何度过？作者只用了

一句话概括：“为了她，他受尽煎熬无怨；为了他，她历尽

辛酸坚守。”在情感时间长河中焦灼等待的人们，身心都受

到了沉重的折磨。透过作者的创作理念和视角，身份预设为

痴心盼夫归的陈慧芳，即便是受尽了旁人的轻慢和冷落，对

于陈慧芳的内心情感活动描写过于简约。小说《高洁的青

松》中，陈静没有坚守人格底线向“四人帮”投降，为了和

丈夫“划清界线”，她选择离家出走，似乎有《玩偶之家》

娜拉的踪影。然而，如果我们结合时代背景、社会人格及

婚恋伦理分析，陈静和娜拉本质区别在于对待“爱与自由”

的认知与践行。“爱与自由在词源上的密切关联，表明此二

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本无法分离的。”[1]娜拉的出走原因在

于，她曾迷失彷徨在本我存在的十字路口，而当她觉醒并认

识到自己是一个“人”时，选择离开玩偶之家，追求其在社

会空间中应享有爱与自由的权利，她“成为人和成为自由是

一回事”[2]，这都源于她的命运感。而《高洁的青松》中的

陈静，离家出走显然是在赌气怨恨，是一种没有责任感的任

性和漠然，与爱与自由背道而驰。可以设想，由于她缺乏爱

给予的感激和动力，即使陈静出走后再次回归，也无法指向

女性的重新出发和再创造。可见，由于创作背景和理念的束

缚，小说在料理人物关系和人性情感时有所顾虑，不能不说

是时代的遗憾。

（二）国家政治话语与个体话语

茹志鹃、李国文、鲁彦周等作家对小说创作话语模式进

行了再创造。这些作家面对的不仅是“文革”后百业待兴的

社会现实，还有亟待重建的生存荒景和价值废墟，以及人性

和真情的回归。因此，他们的作品中延续着对生命价值和历

史伦理的拷问，开掘出富有包容性与生活气息的国家政治话

语与个体话语融合的文学理念和创作模式。

李国文《月食》中的主人公伊汝，本来是报社记者，

因被错划为右派遣往边地。复职后他立刻赶回山村，希望能

故地重寻他和妞妞的爱情。从那以后他们彼此信任，感情日

益深厚，他们的爱情经过国家政治理想和历史回忆沉淀得到

了理性升华，在历史理性主体的建构中消弭了性别差异，爱

情演变成了社会公民之间的情感观照。《天云山传奇》中

的冯晴岚坚韧不拔，讲究情义。当罗群身陷危机之时，宋薇

和他划清界限，而冯晴岚清醒认定只有她能给予罗群关心与

帮助。“她不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爱情，而是主动找寻这

种需要自己为之牺牲的爱情。”[3]爱情正因为“有了被赋予

正义反叛力量的可能，故而其意义必是出于对某种桎梏的反

抗以及对个性权利的捍卫。”[4]冯晴岚明知这样注定会影响

她的未来命运和生存境况，却依然坚定地为罗群付出真心。

她所执着的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爱情，还被赋予了社会政治理

想的色彩，爱情再次被概念化和理念化，由于冯晴岚放弃了

捍卫自身的个性权利，也就意味着被消解了其固有的反抗意

味。

（三）历史经验与女性主体意识

《黑骏马》中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之间的爱情似乎完美

的无懈可击，但在索米娅遭到黄毛希拉的奸污之后，他们的

爱情开始有了裂痕。曾经索米娅那双大眼睛，眸子深处那么

晶莹。之后她的小心迟疑，似乎含着敌意的警惕。在索米娅

的传统爱情理念和历史认知中，她的灵与肉只能属于白音宝

力格一人，一旦被其他男性剥夺了贞操，就意味着对他的不

忠。事实上，索米娅对于两人的爱情做了估量与权衡，并自

觉认定双方价值存在不对等，而且一旦她的自身价值发生了

崩塌，应该由女性而非男性来承受所有错误，不论这种错误

是否由她自己造成的。因此索米娅选择主动逃离这份爱情，

以免继续陷入煎熬与恐惧。然而白音宝力格却只关注自己的

委屈而忽视了索米娅的痛苦，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委屈与痛

苦演化成了愤恨与复仇，两人的爱情最终走向了陌路。

新时期初期小说具有一致而特定的婚恋伦理书写方式，

历史情感与个人体验被化约为集体意识理性化的阐释，尤其

是女性主体建构和反抗意识出现了情理之中的集体缺失。

二、婚恋伦理书写的规训与释放

（一）传统制度规约下的婚恋困惑

张弦《银杏树》、《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宗璞《三

生石》等小说揭示了“文革”对婚恋情感的漠视和压抑，也

表明“传统习俗本身也是一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可见经济

法则是如此强烈地制约着爱情与婚姻”[5]。张弦的《被爱情

遗忘的角落》，展示了母女两代在婚恋伦理上的状态异同。

作品不仅揭示了两性婚恋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

的制约，也预测了婚恋伦理观念变异的可能性及结果。《银

杏树》同样传达出受到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文化习俗观念

等限制的婚恋观念，以及人们社会心理困惑和压抑等多重影

响。此外，成一《绿色的山岗》、叶文玲《小溪九道弯》等

小说通过对婚恋问题的“暴露式”描写揭露了“左”倾错误

与社会转型初期婚恋问题迭出的原因，造成物质精神双重贫

困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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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婚恋两难选择

从历史背景看，新时期初期的集体经济开始转型，城

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在用工制度和劳动形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

别。《人生》高加林正是这种境遇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

象。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是当时的高加林们最想成就的

梦想之一。但也正是城镇乡村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高加

林在传统伦理道德与当代婚恋观念间一直徘徊，最终陷入婚

恋抉择的伦理困境。尽管乡村淳朴宁静，但城市生活优势明

显，强烈吸引着他。这种愿望促使他狠心选择离开养育他多

年的乡土，离开他的巧珍，去城市追求雄心壮志。

可以说，高加林是没有历史感和命运感的乡土叛逆者，

他向命运挑战的壮举给他带来更多的无奈和烦恼。事实上，

高加林们从一出生就注定要和城市与乡村的矛盾、现代与传

统的矛盾、爱情与事业等矛盾绑定。他当初离开故土和巧

珍，意味着他有了和故土决裂的强烈意识，他与故土的情感

契约从此断裂。但由于与黄亚萍恋爱未果，高加林不得不

告别城市，转身踏上返乡旅程后，失落地发现巧珍已另嫁他

人。高加林的人生饱含奋斗激情与感情两难的双重性，他在

事业和感情上的不自觉的轻重权衡，也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

婚恋伦理观念的普遍反映。

以上分析的这类小说都强调了一点：城乡观念与制度约

束着两性婚恋。即在集体经济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城乡户籍

制度等因素虽然不是婚恋抉择与结果的决定因素，但也制约

了当时人们感情方向和交往对象，尤其是在面对城市的巨大

诱惑时，高加林们面对道德与人性、传统恩情与现代爱情的

权衡，构成了他们这类人物婚恋伦理抉择的特质。

（三）古典与爱国融合的婚恋理想追求

《彩云归》充分展现了作家对传统古典式婚恋的怀旧传

承与创新。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国民党某绥靖区少将军医

主任黄维芝随部队在刚刚光复的J市古城集结待命。他很想把

日夜想念的夫人钟离秀兰接来团聚，可是未果。时隔多年，

女子李笑珍（黄维芝侄女）因家境所迫成为导游，因受不了

侮辱而要投湖自尽。正在这时朱义解救了她并鼓励她勇敢活

下去。爱情的萌芽却在重重压迫中萌动了。他们规划着今后

的共同生活。然而当笑珍提出要离台回归大陆寻找她姑妈钟

离秀兰时，朱义决定跳海。因为他觉得“幸福是要付出代价

的。为了追求到它，我不知道有什么牺牲不能作出！”而他

们传奇般的相爱，对曾经沧海的黄维芝来说并没有引起太大

的惊奇。但笑珍的想法令他很受震撼：“对于我们来说，什

么宗教信条，圣贤教义，都是不一定要效法的偏见，大可以

各取所需，甚至可以演绎改变，不变的只有我的血，我奔流

全身的热血。”“一生只有一次的爱情的骏马向我奔来了，

我必须抓住它的缰绳，去追逐我毕生以求的目的。”不同于

明清古典小说中的缠绵悱恻，这部小说话语风格浑厚有力，

而这种力量又和祖国大陆对宝岛同胞亲切的呼唤联结在一

起。将古典情感、思乡之愁与爱国理想升华为爱国主义并与

之交融，在读者中产生了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

三、新时期初期小说书写的婚恋伦理反思

当我们从婚恋伦理角度重读新时期初期的小说作品，

如《爱情的位置》、《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同一地平

线上》、《淡淡的晨雾》、《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爬满

青藤的木屋》、《在乡场上》、《爱的权利》，我们发现

这些小说突出反映了在社会转型初期，人们对婚恋伦理的

认识与追求，以及在处理自身事业发展与婚恋伦理关系时存

在的困惑和误区。从整体上看，这些作品都初步具有突破

“十七年”小说以来的爱情写作“禁区”的勇气，并展开了

一定程度的婚恋伦理反思。其主要原因有社会文化背景变

迁；人们思想观念转变；作家创作理念的更新与释放；作者

与读者的互动影响等。其中，对于当时引起社会轰动和争议

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老作家黄秋耘曾评价道：它

“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的，并

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而是社会学的问题，它能让我们思

索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习，等

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枷锁是那么多？……等到什么

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

活？”[6]他的这些发问与反思，是对当时这一类小说创作反

映出的婚恋伦理共性问题的精辟概括。可以说《爱，是不能

忘记的》等小说在关注家庭空间与公共空间中女性情感生活

的同时，超前思考了当代中国式婚恋伦理的潜在问题。而张

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第一次描写了改革开放时期人

们的价值观念变化及当代女性的内心情绪与感受，向我们传

递了一个重要讯息，即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生活体验的丰富，

小说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的创作理念是持续变化的，是在女

性自我主体意识觉醒与反抗的过程中，逐渐走向多元化。而

她的另一部小说《我在哪里错过了你？》和《在同一地平线

上》共同点在于，都提出了有关现代社会中男女如何分工，

女性的情感需求与主体建构如何达成，男女之间情感与事业

如何做到平衡等社会突显的问题，不仅充实拓展了小说中的

婚恋题材领域，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启迪意义。

四、结语

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婚恋伦理书写，与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心理紧密相连的，小说作品触及乃至超越了社会现实中人

们婚恋问题的矛盾，同样也展现了在新时期转型时期婚恋伦

理观念和心态的变化历程。虽然理想状态的婚恋伦理观念具

有超前性和发展性，在当时不能完全得到读者的一致认可，

有些小说甚至引起强烈的争议和不解。但我们要知道，婚恋

伦理叙事是小说永恒的主题，是推动小说家不断思考时代与

命运、人生本真价值的引擎，也是考验小说家思想深度广度

的最佳化合试剂，它呼唤着新时期小说创作推陈出新，持续

突破和超越已有的创作理念和艺术形式，尤其多关注女性的

主体意识与精神成长，将新的载体和新的意境代入作品创作

与反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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